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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著作藏文版的翻译出版历程
⊙ 降边嘉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今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１００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回顾毛主席著作藏文版翻译出版的

历程，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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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提出：“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

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１］

今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１００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回顾毛主席著作藏文版翻译出版

的历程，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藏文翻译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总结和集中概括。我们

党历来高度重视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著作，关心和重视毛主席著作的翻译。由于历史的原因，新

中国成立之前，毛主席著作没有翻译成藏文。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正式翻译成藏文的文献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 《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上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是一部重要的政治文献。

新中国成立伊始，没有专门的翻译部门，也没有正式的出版机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是１９４９年９月召开的，但当时会议文件没有能够翻译成藏文。由于出席会议的藏族人士

仅桑吉悦希 （又名天宝）一人，翻译工作也就不显得那么紧要和急迫。

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的１９５０年元旦，毛主席就发出了 “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伟大号令。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中央责成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①将 《共同纲领》翻译成藏文出

版，向全国藏族地区广泛发行。

那时还没有专门的翻译出版机构，中央民委领导责成民委参事室负责翻译印制。参事室是

民委办公厅下属的一个机构。参事室从事涉藏工作的有三位同志：昂旺格桑、黄明信和曲洛拉

（又名李春先），《共同纲领》就是他们三位共同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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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李维汉同志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同时兼任中央民委主任。乌兰夫、刘格平任中

央统战部副部长，兼民委副主任。他们非常关心和重视毛泽东著作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和出版，

尤其关心藏文本的翻译。那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处于友好时期，文化方面的交往极为频繁，

蒙文可以参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版本，朝鲜文可以参考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版本，维、哈文

也可以参考前苏联的译本。唯独藏文没有可以借鉴和参考的，必须从头开始，从零起步，困难

很多。因此，统战部和民委领导对藏文本的翻译给予了特殊的关怀和重视。

民委参事室翻译的第一部毛泽东著作是 《新民主主义论》，于１９５２年以 “中央人民政府民

族事务委员会”名义出版，没有署译者的名字。译本可能还是出于昂旺格桑、黄明信、曲洛拉

之手。

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于１９５３年成立民族出版社，周总理亲自为民族出版社题写社

名，沿用至今，已经历６８个春秋。周总理亲自签署，任命萨空了为社长兼总编辑，韩道仁为副

社长，李鸿范为副总编。下设蒙、藏、维、哈、朝５个编辑室。其中藏文室副主任为昂旺格桑、

黄明信，翻译、编辑有曲洛拉等数人。当时西藏刚刚解放，各项事业尚未开展，公路也没有通

车，便从四川、青海、云南和甘肃调来一些人充实藏文室的队伍。

二、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毛主席著作的藏文翻译
为了加强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工作，１９５５年，经周总理批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

务委员会翻译局 （以下简称民委翻译局），任命朋斯克为局长，下设蒙、藏、唯、哈、朝、彝６

个翻译室。任命格桑悦希、刘立千为藏文翻译室副主任。中央民委给翻译局的主要任务是：第

一、担任全国性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以及其他重要会议的翻译；第二、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

献；第三、翻译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其中翻译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是翻译局长期的、重

要的、经常性的任务。翻译局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党的 “八大”担任翻译。“八大”结束

后，立即组织翻译毛主席著作。

解放初期，经中央批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鉴于藏文室

基础薄弱，承担不了这么繁重的任务，于是决定选择性地翻译单行本。藏文室翻译的第一部毛

主席著作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完全定稿，反右运动就开始了，毛主席发表

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遵照上级指示，藏文室放下一切其他工作，集中全部

力量翻译毛主席这部重要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成为国家出版部门正式出

版的第一部藏文版毛主席著作。

１９５８年，上级领导指示要集中主要力量翻译出版 《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 《毛选》）一至

三卷，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献礼。同时决定 “局、社合并”，即撤销民委翻译局，合并到民

族出版社。翻译局藏文室合并到民族出版社，任命格桑悦希、刘立千为藏文室副主任，加上原

来的昂旺格桑、黄明信，共有４位副主任。从１９５３年成立民族出版社，１９５５年成立民委翻译

局，直到１９８０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藏文室始终没有正主任。这４位副主任，加上两个单位的３０

多位翻译、编辑，是藏文室历史上队伍最强大的时期，可谓兵强马壮。就依靠这支队伍，在

“向十周年大庆献礼”的口号鼓舞下，翻译 《毛选》一、二、三卷。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翻译

三卷 《毛选》，翻译编辑力量显然不够，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领导决定从全国各地请专家加强

力量。乌兰夫同志指示要调集 “精兵强将”，加强翻译队伍。当时从各地聘请的专家有：桑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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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才旦夏茸、木格桑旦、木雅贡布、格登，还有来自西北民族学院的两位汉族老师。那一年，

即１９５８年，民族出版社刚刚从国子监搬到和平里，房子面积大了，办公条件也有所改善。二楼

东边向阳的办公室全部腾出来，给专家们住。西藏当时正是用人之际，一个也没有请来。民委

决定让民委副主任、民族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萨空了担任藏文组组长，聘请喜饶嘉措大师担任

学术顾问。

当时，为了翻译出版毛主席著作，藏文组成立了翻译组、审订组和校对组。翻译人员来自

全国各地，经历不同，职业不同，方言的差异也很大，很多词汇藏语里没有，需要重新翻译。

首先就有一个统一和规范名词术语的问题，搜集和规范词汇的工作量很大，于是又成立了词

汇组。

这里还要对校对工作做一点介绍，否则不知道校对工作的重要和困难，很难理解和了解藏

文翻译出版工作是在怎样简陋和困难的条件下艰难起步的。藏文书法是一种艺术，字体很多，

大体可以分为手写体和印刷体。过去大量的木刻版，都是用印刷体刊印的。印刷体又称 “正

楷”，正楷很清晰，很规范，但写起来很难，很慢。一般人在书写时，都用手写体，手写体也分

为楷书、行书、草书等各种字体。翻译人员习惯手写体，绝大部分同志不会写印刷体。这种情

况下，只好由校对组的同志将手写体改写成印刷体。有些人的书法很潦草，很难辨认，转写后

还要反复校对。

当时民族印刷厂还在用铅字排版，排字工人都是汉族，他们不懂藏文，只认识３０个字母和

各种符号。校对组的同志拿着誊写清楚的稿纸，到印刷厂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排字工人拣字丁

（铅字）。铅字排印，要用铜模铸造铅字，铜模质量不太好，字号大小不一样，字形也不规范不

统一。这也增加了校对和印刷的困难。只能边印刷边改进，不断提高质量。铅字排字很容易出

错，排版后打印，按工序，要校对三次，即一校、二校、三校。鉴于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性，还

要加两三道工序，做到准确无误，然后打印成清样，送审订组审订。审订之后，再拿到印刷厂

修改，排字工人修改之后，校对组的同志再校对、打印。最后，按规定要送领导审定。当时藏

文室还没有能够独立审定的领导，组长萨空了非常忙，他也不懂藏文，就组织集体审定。集审

组通常由四五个专家组成，集体审稿，集体负责。集审组专家都签字后，才能送印刷厂排版印

制。排版以后，在开印之前，校对组还要校对一次，由集审组召集人和校对组组长签字后，才

能开印。出了错误，排字工人没有责任，因为他们不懂藏文，只是按原稿拣字排版，责任要由

校对承担，因为校对懂藏文，出了错误，至少是责任心不强。从以上简要的叙述，可以看到校

对组的工作多么重要，又多么困难，还要承担政治责任。

１９５９年，在 “向十周年大庆献礼”的号召下，翻译人员以 “革命加拼命，必要的时候不要

命”的精神，日以继夜，加班加点。藏文室也全面加快翻译、审订、校对和印制工作，三卷同

时展开。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在翻译出版工作中实现 “大跃进”，有的翻译人员为了图快，

不用心推敲，出现大量借用汉语词汇的现象。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中央民委所属的民族文化宫举行隆重的开馆仪式和揭幕仪式，由萨

空了主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乌兰夫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及首都各族各界代表人

士参加，气氛非常热烈和隆重。刚刚翻译完成的民族文字版 《毛泽东选集》，在一楼大厅最显著

的地方，放在崭新的展柜展出。民族出版社的各民族员工，尤其是藏文室的同志非常高兴。几

番辛勤劳动，艰苦努力，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高呼 “扎西德勒！”

国庆过后的１９５９年年底，１９６０年初，遵照中央首长的指示，民族出版社停业整顿，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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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检查运动”。上级派来一个强大的工作组，督促指导。经过严格检查，藏文版 《毛选》一、

二、三卷，并没有发现什么政治性的严重错误，但是错译、漏译、译得不准确的地方还是很多

的，错别字更多。

三、集中力量翻译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１９６０年９月３０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式出版发行。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认真学习。诗人郭沫若填词一首 《满江红》，对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出版，给予高度

评价，他热情歌颂：“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１９６０年，遵照中央提出的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针对 “质量检查运动”

后民族出版社的具体情况，民委党组要求出版社要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主要精力做好毛

主席著作和反修文章的翻译工作。以乌兰夫为书记的民委党组对毛主席著作的翻译工作十分关

心和重视，责成萨空了主任负责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工作。

当时翻译 《毛选》四卷和民族出版社的 “质量检查运动”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受到当时

“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从领导到普通翻译人员，人人谨小慎微。体现在翻译出版工作中，就

是直译、硬译，不顾民族语言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大量借用汉语词汇、采用汉语的表达方式。

各语种之间还互相攀比，好像借词越多越好。结果翻译出来的东西，群众看不懂，专家学者不

满意，批评民族出版社翻译的东西是 “汉语式的藏语”“和平里藏语”“汉语式的维吾尔语”“汉

语式的蒙古语”……。有人向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反映情况，提出批评。

为了提高毛主席著作的整体翻译水平，经民委党组批准，民族出版社召开了 “毛主席著作

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座谈会”，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次会议在萨空了主任亲自主持

下，从１９６１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２年初，先后开了４个多月。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由中央

领导、民委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就翻译毛主席著作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报告，会议

在民族文化宫主楼举行。田家英、陈昌浩、姜椿芳等领导同志讲话。他们从宏观上、理论上阐

述了翻译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性。会议的第二阶段，请专家进行专题指导，回答翻译人员提出的

疑难问题。在请来的专家当中，有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吕叔湘、周有光、朱德熙等人，还有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翻译家和语言学家，他

们都是国内最杰出的语言学家。专家们从毛主席著作的特点来分析汉语文的结构和特点，然

后返回来进一步阐述毛主席著作的特点，讲解毛主席语言的风格和特点，讲汉语文与外文、

少数民族语文的不同特点。民族语文翻译人员也就翻译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向专家们

请教。

召开这样的座谈会，认真地、全面地、深入地讨论毛主席著作翻译工作中的理论问题和实

践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它不仅对做好毛主席著作的翻译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使民族出版社的翻译工作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对于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整体水平，推

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事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多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翻译

界的权威出席会议，作报告，发表讲话，介绍他们的先进经验，这对民族出版社的编译人员来

说受益匪浅。会议之后，藏文室根据会议精神，以及在会上所学到的知识，对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的藏文稿作了全面审定。多吉杰博老师通读全书，其他几位年轻的同志核对汉文，以实

际行动落实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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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底１９６３年初，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推敲，修改润色，藏文室同志普遍觉得翻译得比较

准确、内容上没有错误，语言比较流畅，在当时条件下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可以出版了。但是，

鉴于 “质量检查运动”的深刻教训，民族出版社领导和民委领导还是不太放心，决定从地方上

抽调一些专家学者，组成审定小组，由萨空了任组长，德林、扎西泽仁、彭哲任副组长。此外，

还请来了著名的藏族学者霍康色和桑热嘉措，一位是拉萨的大贵族、大学者，另一位是青海省

教育厅副厅长、全国政协委员，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藏文室由刘立千、多吉杰博、王

承昆和降边嘉措参加，共同进行集体审稿，由多吉杰博老师执笔。萨主任明确提出要集思广益，

精益求精。

大家做得非常认真。那时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用铅字排印，打出十几份长条样，每人

一份，先做准备，用汉文和藏文仔细核对，看有没有错误。扎西泽仁是四川省甘孜州委书记处

书记兼宣传部长，彭哲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他们是中共党员，都

是学者型的领导，对汉藏文都有很高的造诣，主要负责政治上把关，看有没有翻译错误的地方，

尤其是原则性的错误，要保证政治上有没有错译和漏译，解决 “信”的问题。

霍康色和桑热嘉措代表两个方言区，一个不懂汉文，一个懂一点，但懂得不多。他们负责

阅读藏文稿子，他们不懂的地方，或者认为不通顺的地方，就说明有问题，提出来讨论并加以

修改，主要解决 “达”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润色，使之通顺流畅，解决一个 “雅”的问题。使译文尽可能准

确地表达毛主席著作的语义、逻辑和风格，使信、达、雅达到尽可能统一。从１９６３年下半年到

１９６４年初，共审订了半年多。

在这期间，还将译稿排印成清样，征求班禅大师、喜饶嘉措大师、阿沛·阿旺晋美、帕巴

拉·格列朗杰、降央伯姆、阿旺嘉措、德格色·格桑旺堆、才旦夏茸等民族宗教界知名人士和

专家学者的意见，并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修改。

应该说，藏文室的同志是做得很认真的，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央民委和民族出版社领导非

常关心和重视，尤其是萨主任，一直亲自抓。请来精兵强将，经过反复修改润色，大家认为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译文已经比较完善，也很难再提高，正如陈昌浩所说，“达到现有的最

高水平就可以了”，请求批准正式出版发行。然后以现有人马为基础，重新翻译修订前三卷。但

民族出版社领导依然不放心，让同志们继续加工修订，做到 “精益求精”“万无一失”。

就在这个时候，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了 “四清”运动。民族出版社翻译毛主席著作

的工作不得不停下来，集中精力搞 “四清”运动。从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开始进行翻译，直到１９６４年

开展 “四清”运动，藏文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未能出版。

四、突击出版 “红宝书”

随着 “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到了１９６６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在全国上

下展开了。根据上级指示，民族出版社集中力量翻译出版了 《毛主席语录》，以及中央关于 “文

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

当时，惟有藏文版 《毛选》尚未出版，上级指示尽快出版。１９６７年春天，藏文室的同志以

“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在过去译稿的基础上，又做了全面的修改。这次修改，有两个特点，第

一，使译文尽量口语化、通俗化、大众化；第二，决定向现代汉语学习，以毛主席原著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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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标点符号。

修改后，经国务院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批准，决定正式出版藏文版 《毛选》。民族印刷厂

的工人同志也怀着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深厚感情和高度积极性，日夜加班，以最好的质量、最

快的速度印制。这便是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藏文第一版。一下子印了几十万套，向全国藏

族地区发行。

１９６８年，民族出版社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抓的第一件业务工作就是翻译出版毛主席

著作。军管会从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请了一些藏族工农兵代表和翻译工作者，对 《毛

泽东选集》藏文版进行全面修订。１９６９年９月，当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时，《毛泽东选

集》藏文版一至四卷修订本正式出版，向全国藏区发行。

接着军管会又组织翻译、编辑出版 《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汇编》② 《毛主席五篇哲学著

作》③，以及 《毛主席著作选读本》。《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又分 “甲种本”和 “乙种本”两种不

同的版本。甲种本内容多一些，供县团级以上干部和知识分子阅读；乙种本供基层干部和广大

的工农兵学习。

百万翻身农奴和广大藏族人民无限热爱毛主席，学习的积极性很高，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

《毛主席语录》和 《“老三篇”汇编》的发行量，超过了１００万册。按人口比例，这发行量在全

国是第一的。这反映了藏族人民对毛主席、共产党和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的无限热爱。当

时，就藏文室的同志来讲，确实是一片真诚、满腔热情，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和敬仰的心情

来从事翻译出版工作的。

为翻译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及各种不同的汇编本和选读本，藏文室和全国藏区的

翻译工作者，确实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满腔的热忱、无限的忠心。仅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从１９６０年汉文本正式出版后，即于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开始翻译，到１９６７年正式出版，１９６９年又修

订再版，用了９年的时间，几乎集中和调动了全国藏族地区从事藏语文翻译的所有专家和优秀

人才，还有不少来自基层的工农兵代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应该说，

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那时没有稿酬，不评职称，也就是说，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加班费，只有一个夜餐费。

夜餐费也不能随便领取，规定加班到夜里１１点后才能够吃夜餐。在那种情况下，广大的翻译出

版工作者表现出一种高尚的奉献精神和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在 “九大”精神的鼓舞下，当

时又印了十多万套 《毛泽东选集》藏文版。按藏区的人口比例，印数应该说是相当多了。这不

但促进了藏族地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藏语

文的普及和运用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很多人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学习、掌握藏语文的基本教

材。通过毛主席著作藏文版的翻译、出版，极大地丰富了藏语的现代词汇，增强了藏语的表达

能力，对藏语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粉碎 “四人帮”之后，中央公开出版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遵照上级指示，藏文室又

组织力量翻译，于１９８０年正式出版。

从１９５６年民委翻译局机构搭建完成，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翻译毛主席著作，到１９８０年翻

译出版第五卷，历时２４年。所有公开出版发行的毛主席著作，全部都翻译成藏文版了。在藏文

翻译出版事业的历史上，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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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翻译 《毛主席诗词》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３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七律二首 《送瘟神》，《红旗》杂志立即予以

转载，藏文室正在翻译 《红旗》杂志，就这样开始了毛泽东诗词的翻译。

当时北京的藏族干部也不多，主要是民族学院藏文教研室的老师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

组的翻译。翻译人员把稿子拿去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很认真地看，并提出修改意见，播音员

还当场朗读，看顺口不顺口。

这两首七律 《送瘟神》是藏文翻译的第一组毛主席诗词。《红旗》出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藏语组播发了，民族学院的老师把它们作为藏语文教学的教材，发给学生们学习。社会上的

反映还是不错的，社领导也表示满意，这使同志们受到很大鼓舞。

１９６９年，中央决定召开 “九大”，于是，军管会指示要集中力量翻译毛主席诗词，向 “九

大”献礼！藏文室综合各方面意见，对 《毛主席诗词》的译稿作了全面修订。这３７首诗，差不

多翻译了两年多，打印了两次讨论稿，征求了几个地区、几千人的意见。当时没有什么可借鉴、

可参考的，一切从头做起，从零开始。总之，为翻译毛主席诗词，翻译人员下了很大的功夫，

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毛主席诗词》藏文版，用藏、汉两种文字对照形

式，在１９６９年 “九大”前夕正式出版了。

“向 ‘九大’献礼”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一项极其光荣、又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一次

性用汉、藏对照，印制了１００万册，向全国藏区发行。１００万，在当时全国的藏族人口只有４００

万左右，平均４个人一本。在藏文出版的历史上，创造了新的记录。为向广大藏族同胞介绍、

宣传毛主席诗词，发挥了重要作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广大藏族读者阅读的依然是

１９６９年的译文，至今没有出现新的译本。聊以自慰的是，我们的译文，还是有生命力的！

注　　释：

①这里的 “中央民委”即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简称。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

会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２日成立，１９５４年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１９７０年被撤消，１９７８年

恢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简称国家民委，此后一直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② “老三篇”，即 《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③ 《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即 《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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